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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基于产业关联性视角， 理论阐释并实证检验了服务业开放对本国制

造业就业总量和就业结构变动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 研究结果表明： 服务业开放显

著增加了制造业就业总量， 但随着服务业开放程度的提升， 其对制造业的就业创造效

应逐渐降低； 服务业开放加剧了制造业企业就业两极化特征， 即制造业高技能企业和

低技能企业就业增加， 中等技能企业就业减少， 加剧了非贸易型企业、 民营企业、 外

资企业、 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企业的就业两极化特征； 服务业开放对出口型企业、
国有企业和中西部地区企业的就业创造效应更为明显； 服务业开放主要通过生产率机

制和成本机制促进制造业企业就业， 并加剧制造业企业就业两极化特征。
关键词： 服务业开放； 制造业； 就业变动； 就业结构

［中图分类号］ Ｃ８１２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００２－４６７０ （２０２１） ０６－０１４３－１６

引　 言

近年来， 中国制造业同时经历大规模的就业创造和就业消失 （马弘等，
２０１３） ［１］， 制造业就业占比总体呈下降趋势， 从 ２０１２ 年的 ３０􀆰 ３％下降到 ２０１８ 年的

２６􀆰 １％。 受贸易摩擦和国内供给侧改革的影响， 制造业从业人员指数自 ２０１８ 年以

来持续走低 （赖德胜等， ２０１８） ［２］。 同时， 制造业就业结构性问题更加突出， 不同

制造业部门就业需求差异显著， 中西部地区制造业就业增速放缓， 高端制造业的快

速发展增加了对高技能劳动力的需求。
随着经济增速放缓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 服务业在未来的经济格局中将会发挥

更加重要的作用。 １９７８—２０１８年， 服务业对 ＧＤＰ 的贡献率提升了 ３１􀆰 ３ 个百分点，
并成为吸纳就业人数最多的部门， ２０１２ 年以来服务业就业保持 ４􀆰 ４％的增长速度，
进一步发挥 “就业蓄水池” 的作用。 根据统计， ２０１０—２０１９ 年， 我国服务贸易进

出口总额从 ２􀆰 ５万亿元增长到 ５􀆰 ４万亿元。 首先， 现代服务业和生产性服务业发展

提速， 从低端服务业走向高端服务业， 在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信息传输、 软件和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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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技能服务业， 科学研究和技能服务业， 卫生和社会工作， 文化、 体育和娱乐业等

领域进一步扩大开放； 其次， 服务业仍以劳动密集型为主， 服务业进出口总额最高

的依次是旅游、 运输和其他商业服务， 出口总额最高的依次是其他商业服务、 旅游

和运输， 进口总额最高的依次是旅游、 运输和其他商业服务。
随着以知识密集型为主的现代服务业的扩大开放， 服务业与制造业的产业关联

度持续提升， 虽然服务业开放有利于改善服务业就业形势， 但对制造业的就业效应

并不明晰。 当前中国服务业的真实开放水平较低 （来有为和陈红娜， ２０１７） ［３］， 随

着服务业中间品占制造业生产比重的提升 （罗军， ２０１９） ［４］， 服务业发展迟滞将在

很大程度上制约制造业从 “量” 向 “质” 的跨越， 也会影响制造业的就业总量提

升和就业结构优化。 我国目前的服务业扩大开放主要是结合 “负面清单” 模式，
以放宽准入、 优化服务、 加强合作、 创新监管为主要形式， 通过降低投资准入门槛

和取消持股比例限制等方式， 在科技、 互联网信息、 金融、 教育、 文化旅游、 医疗

养老、 专业服务等领域逐步扩大开放。 随着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两业 （以下

简称两业） 资源整合和链条延伸， 服务业可以发挥要素优势， 在重点行业重点领

域实现与制造业的融合发展。 基于此背景， 本文研究服务业开放对制造业就业极化

的影响， 为服务业开放政策和就业优先政策的协同发展提供政策建议。

一、 文献综述

就业极化现象在美国 （Ａｕｔｏｒ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６） ［５］、 德国 （Ｄｕｓｔｍａｎ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７） ［６］

和英国 （Ｇｏｏｓ ａｎｄ Ｍａｎｎｉｎｇ， ２００７） ［７］等发达经济体都曾出现， 中国制造业也存在一

定程度的就业极化现象 （吕世斌和张世伟， ２０１５） ［８］。 首先， 不均衡的技术水平更

迭带动的产业结构调整是影响就业极化现象的重要原因。 产业结构的升级导致对技

能的依赖程度加深， 改变不同部门的就业弹性。 偏向性技能进步的快速发展增加了

对高技能劳动力的相对需求， 并进一步分化中等技能劳动力， 使部分中等技能劳动

力只能从事低技能劳动力的工作 （张抗私和王振波， ２０１４） ［９］。 江永红等

（２０１６） ［１０］以 ２００１—２０１２ 年省际数据为样本进行研究， 发现产业结构升级推动整

个社会就业结构和劳动力质量向两端发生偏移， 引致劳动力极化现象。 其次， 贸

易自由化也是影响母国就业极化现象的重要原因。 国际贸易有利于提高本国经济

水平和制造业的生产规模。 中间品贸易自由化则通过提高就业创造与降低就业破

坏两个渠道显著促进了制造业企业的就业净增长 （毛其淋和许家云， ２０１６） ［１１］ 。
贸易开放使得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在全球贸易中不断寻找自己的相对优

势， 随着外包的不断发展， 发展中经济体不仅在全球贸易中出口劳动密集型产

业， 也在此过程中被动地完成就业升级， 长期来看会对本国工资提高和妇女就业

产生积极影响 （赵瑾， ２０１９） ［１２］ 。 贸易自由化拉大了制造业各部门的生产效率差

异进而重塑就业结构 （Ｙｕ， ２０１５） ［１３］。 此外， 贸易自由化使得中国制造业更加偏

向技能型技术进步， 导致劳动力趋向于高技能行业就业以提高自身收入水平 （邵
敏和刘重力， ２０１０） ［１４］。 李宏兵等 （２０１７） ［１５］指出对外直接投资总体上显著增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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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国劳动力市场上的就业， 但影响程度具有显著差异， 存在 “两端高、 中间低”
的就业极化现象。

服务业开放对国内就业总量提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服务业开放程度越高，
就业规模的创造效应越强 （孙湘湘和周小亮， ２０１９） ［１６］。 服务业开放提升了服务业

的工资水平 （蔡宏波等， ２０１４） ［１７］， 并通过服务要素的优化配置和区域创新影响服

务业就业结构 （姚战琪， ２０２０） ［１８］。 外商直接投资导致劳动力技能水平整体提高，
并改善服务业企业女性和高技能劳动力就业占比 （李宏兵等， ２０１６） ［１９］。

学者们普遍认为服务业与制造业的产业关联程度在持续提升。 服务业开放使得

服务要素在全球范围内高效配置并提升整体竞争力， 通过技能创新促进制造业企业

的生产效率提升 （Ｂｅｖｅｒｅｌｌｉ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７） ［２０］， 进而降低制造业使用服务中间品的价

格， 降低制造业的可变成本和总成本， 提升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 进而促进制造业

企业出口 （Ａｒｎｏｌｄ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６［２１］； 孙浦阳等， ２０１８［２２］ ）。 其中， 生产性服务业开

放对制造业企业生产效率的提升存在较大差异， 运输服务、 金融服务、 专利权使用

费和特许费服务、 其他商业服务对制造业生产率提升有促进作用 （李杨等，
２０１８） ［２３］。 此外， 管理效率高的企业捕捉市场变化的能力更强， 能够在面对服务业

开放时更加高效地选择与企业相匹配的服务投入 （孙浦阳等， ２０１８）。 袁志刚和高

虹 （２０１５） ［２４］指出制造业就业通过乘数效应和挤出效应影响服务业就业。 李逸飞等

（２０１７） ［２５］指出服务业和制造业之间存在双向促进机制。
现有研究多是关注产业内部贸易政策与就业配置的关系， 较少从中间品投入角

度探讨服务贸易对制造业的就业效应， 缺乏对其影响机制的系统研究。 本文的贡献

在于： 第一， 从服务业与制造业产业关联视角， 对制造业极化现象给出新的解释维

度； 第二， 系统梳理服务业开放对制造业企业就业结构变动的理论机制； 第三， 使

用工业企业数据， 实证检验服务业开放对制造业产生的就业极化效应及其具体影响

机制； 第四， 在服务业扩大开放和两业融合发展的新背景下， 探讨中国服务业扩大

开放与就业优先政策的协同发展路径。

二、 理论机制与研究假设

服务业开放包括服务业出口和服务业进口两方面， 本文主要关注两业融合视角

下服务业进口对制造业就业结构的影响。 服务需求分为服务中间需求和服务最终需

求， 其中， 服务中间需求占比大于服务最终需求 （江小涓， ２００８） ［２６］。 随着服务贸

易发展和生产性服务业进口， 中国制造业和服务业之间对资金、 技术、 劳动力等要

素资源重新进行整合配置， 并形成更加复杂完整的价值链， 进而影响制造业的就业

结构。 其理论机制主要包括两方面。
第一， 生产率机制。 首先， 服务业开放会加大制造业企业服务外包的可能

性， 使得制造业企业重新整合内部资源， 把更多的精力集中于技术研发和创新。
然而， 服务业开放通过外包对制造业企业生产率产生的影响是双向的。 服务外包

可能会通过技术提升带来生产率的提升， 以银行业为例， 银行业外资开放对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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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数量和创新质量均具有显著正向作用 （诸竹君等， ２０２０） ［２７］ 。 服务外包也

可能会降低制造业企业的生产率， 这是由于服务业开放可能会导致服务业价格相

对于商品价格上升更快， 加重制造业企业价值链中生产性服务的占比， 进而导致

制造业企业的 “鲍莫尔病” （江小涓， ２００８）。 各国服务要素禀赋存在差异， 母

国进入东道国提供的服务要素也存在差异， 贸易自由化形成的 “市场窃取效应”
带来的间接影响有可能会冲抵掉对企业生产率的积极影响 （Ａｉｔｋｅｎ ａｎｄ Ｈａｒｒｉｓｏｎ，
１９９９） ［２８］ 。 目前我国具有优势的服务贸易部门仍然集中于劳动密集型行业， 技术

密集型行业仍然相对较弱， 尤其是专利权使用和特许劣势显著 （来有为和陈红

娜， ２０１７） ［３］。 其次， 服务业中间品投入占制造业生产的比重不断提升 （江小涓，
２０１１） ［２９］， 服务贸易在嵌入中国制造业体系的过程中会有一定的技术溢出效应， 增加

研发等高级服务要素投入 （钱学锋和胡宗彪， ２０２０） ［３０］， 通过服务技术的溢出效应带

动国内制造业企业的生产率提升 （Ｄｕ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４） ［３１］。
不同技术水平企业的要素配置效率和技术溢出水平的差异性， 以及服务业中间

品投入的差异性 （陈明和魏作磊， ２０１８） ［３２］会导致制造业各部门间的就业重新配

置。 对高技术企业而言， 服务进口主要以技术密集型服务业为主， 服务业开放使得

高生产率现代服务要素率先进入中国， 并通过技能溢出效应提升国内高技能制造业

生产率， 实现降本增效， 扩大生产规模， 进而由于就业创造多于就业消失而增加就

业数量。 对低技术企业而言， 由于发达经济体更多采用劳动节约型技术并减少劳动

力使用 （江小涓， ２００８）， 服务业开放通过提升生产率促进低技能企业生产规模和

就业规模的扩大。 对中等技术企业而言， 服务业开放对其生产率的提升作用有限，
甚至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 （李杨等， ２０１８）。 由于贸易开放导致其在部门间就业动

态调整中处于不利地位， 中等技术企业缺少技术和劳动力等要素优势， 进而导致就

业消失大于就业创造并减少就业数量。
研究假说 １： 由于服务业开放对不同技能制造业企业生产率的提升作用差异显

著， 服务业开放会提升高技术企业和低技术企业的生产规模和就业空间， 挤占中等

技术企业的就业空间， 形成就业极化现象。
第二， 成本机制。 服务业开放通过专业化分工剥离部分服务业务， 并将先进知

识和技能等高级生产要素导入制造业生产环节， 以节约国内制造业生产过程中的服

务要素投入成本 （孙浦阳等， ２０１５） ［３３］， 形成固定成本节约效应。 尤其对收入水平

低的国家 （地区）， 服务价格相对于商品价格的低估更明显， 进口服务对国内服务

价格的影响要高于进口商品对国内商品价格的影响 （Ｆａｌｖｅｙ， １９９６） ［３４］。 当企业固

定成本降低后， 制造业企业会在部门内部对资本与劳动要素配置重组， 并通过成本

结构调整改变制造业部门的就业需求弹性， 引发不同技能部门的就业配置调整。 对

高技术企业而言， 服务业开放使得大量技术密集型服务业进入中国， 降低高技术企

业使用技术密集型服务要素的成本， 有利于高技术企业生产规模和就业规模的扩

大。 对低技术企业而言， 由于服务贸易具有一定的意识形态和非经济属性， 其具有

较为明显的开放门槛和政策壁垒。 在跨境交付、 境外消费、 商业存在和自然人流动

四种服务提供方式中， 我国对自然人流动和商业存在的限制最为严厉 （盛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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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２） ［３５］， 有一半多的部门受到约束限制， 另外一些部门不作承诺。 在服务贸易自

由化水平相对较低阶段， 生产性服务投入不利于制造业企业就业结构优化 （罗军，
２０１９）， 反而有利于我国发挥低技能劳动力丰富的成本优势， 提升低技能企业的就

业规模。 对中等技能企业而言， 服务业开放增加了进口要素对国内要素的替代， 却

没有通过技能外溢带来的内部规模效应显著降低成本， 反而降低了中等技术企业的

就业空间。
研究假说 ２： 由于服务业开放对不同技能制造业企业固定成本节约的作用差异

显著， 服务业开放会提升高技术企业和低技术企业的生产规模和就业空间， 挤占中

等技术企业的就业空间， 形成就业极化现象。
综上所述， 服务业开放使得服务要素在全球范围内高效配置并提升整体竞争力，

通过技术创新提升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 进而提高制造业企业出口绩效 （Ａｒｎｏｌｄ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６）。 同时， 服务贸易发展和技术进步显著降低了服务要素跨境配置成本。

研究假说 ３： 由于服务业开放对出口型制造业企业的出口绩效和创新能力具有

直接影响， 会显著提升出口型企业的就业总量， 服务业开放通过中间品投入差异性

促进非出口型高技术企业和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就业增长， 进而形成就业极化现象。
此外， 不同所有制和不同地区企业在服务中间品投入占比和类型上存在显著差

异， 且使用服务中间品投入的成本具有一定差异， 服务业开放带来的生产率提升和

成本结构变动也会存在较大差异。 根据统计， ２００１—２００７ 年， 国有企业的就业呈

缩减趋势， 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呈增长趋势。 东部地区企业的就业净增长为正， 而

内陆地区企业的就业净增长为负。
研究假说 ４： 由于服务业开放对不同所有制和不同地区企业的生产率和成本结

构的影响不同， 因此服务业开放对其就业结构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

三、 模型设定与数据说明

前文已经分析了服务业开放影响制造业就业的理论机制， 本文设定如下模型：
ｌｎ ＥＭＰ ｆｔ ＝ α０ ＋ α１ ＳＯｓ ＋ ϕＸ ＋ γｔ ＋ γｐ ＋ εｆｔ （１）

其中， ｆ 表示企业， ｔ 表示年份， ｐ 表示省份， ｓ 表示采用 ＳＯ１ 、 ＳＯ２ 、 ＳＯ３指标。
本文使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服务贸易具体承诺减让表》 与 ２００１—２００７ 年中国工业

企业数据进行匹配， 对企业基本特征、 行业特征、 地区特征等逐一进行匹配和处

理。 其中， 本文参考 Ｂｒａｎｄｔ 等 （２０１２） ［３６］的方法对工业企业数据进行处理和匹配。
一是就业数量 ＥＭＰ。 以企业当年年末从业人员总数来衡量。 学者们在处理

就业极化时普遍采用两种做法， 即高技能劳动力占企业的比重和不同技能水平行

业企业的就业变动。 本文借鉴李宏兵等 （２０１７） 的做法， 以不同技能水平行业

企业的就业变动来衡量 “就业极化”。 由于不同技能水平的企业在劳动者技能水

平上有显著的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特征 （刘智勇等， ２０１８） ［３７］ ， 企业会通过人

力资本结构的调整， 改变现有的低级人力资本和高级人力资本的比重， 并形成不

同技能劳动力的集聚和专业化分工。 参照吕世斌和张世伟 （２０１５） 的做法， 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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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业企业分为高技能行业、 中等技能行业和低技能行业三类①， 通过分析不同

技能水平行业企业就业人数的变化考察服务业开放对制造业就业结构的影响。 当

前我国制造业不同行业的就业增长差异显著， 电子、 服装等消费品行业创造就业

能力较强， 而烟草、 化工和印刷业等传统制造业创造就业能力较弱。 由于制造业

不同行业使用服务要素作为中间投入的比重不同， 不同行业受惠于服务业开放的

程度会有较大差异。
二是服务业开放影响指数 ＳＯ。 对于如何衡量服务业开放， 学者们采用了不同

的标准和方法， 包括以外资企业占比 （李宏兵等， ２０１６）、 外资企业数量占比、 外

资企业产出占比和外资企业就业占比的均值 （蔡宏波等， ２０１４） 作为衡量服务业

开放的指标， 然而这些指标存在一定的内生性问题。 本文借鉴孙浦阳等 （２０１８）
的处理方法， 从服务业外资参股限制的角度建立 “服务业开放水平” 来衡量服务

开放。 首先， 构建三个指标来衡量服务业行业的参股限制程度， 分别为 ＳＯＩ１ （外
资参股限制比例为 ０％）、 ＳＯＩ２ （外资参股限制比例小于 ５０％）、 ＳＯＩ３ （外资参股限

制比例小于 １００％）②， 将任意存在外资股比限制为 ０％、 小于 ５０％、 小于 １００％项目

的四分位服务业行业取值为 １， 其余行业取值为 ０； 其次， 使用中国 ２００２年各部门

的投入产出表中各个制造业行业与上游各个服务业部门的投入产出关系进行加权，

计算服务业开放对制造业企业的影响指标 ＳＯｓ， 计算公式为： ＳＯｓｉｔ ＝∑ ｊ
ＳＯＩｓｉｊｔ ×

ｗ ｉｊ ， 其中， 下标 ｓ 表示采用 ＳＯＩ１ 、ＳＯＩ２ 、ＳＯＩ３指标， ＳＯＩｓｉｊｔ 是指经过平均化后的服务业

开放指标， ｗ ｉｊ 是指服务业行业 ｉ 使用的某一服务业 ｊ 的产品作为中间投入在其全部

中间投入中所占的比重。 由于是以外资参股限制的角度来刻画服务业开放水平的，
所以预期 α１ 的系数为负， 即服务业外资参股限制程度越低， 制造业企业的就业增

长率越高。
三是控制变量。 ａｇｅ 表示企业年龄， 以当年年份与企业开业年份差值加 １ 来衡

量， 企业发展都有一定的生命周期， 不同发展阶段对于企业就业总量具有显著影

响， 一般而言， 企业越年轻， 其就业创造率越高， 对应的就业净增长就越高 （马
弘等， ２０１３）； ｗａｇｅ 表示企业工资总支出③， 以企业年度应付工资总额与应付福利

总额之和来衡量， 工资是影响企业发展和创新的重要支出， 制造业企业的就业总量

和就业结构会受到工资总额的影响， 进而进行资本和劳动力要素的配置重组； ｓｉｚｅ
表示企业规模， 以企业销售总额来衡量， 企业规模会影响企业就业总量， 并在一定

阶段开始进行就业结构调整和劳动力技能优化； ｋ ／ ｌ 表示企业资本劳动比， 以企业

资本总额与年末从业人数的比值来衡量。

８４１

服务贸易 《国际贸易问题》 ２０２１年第 ６期

①

②

③

吕世斌和张世伟 （２０１５） 把制造业部门细分为高技术行业、 中高技术行业、 中低技术行业和低技术

行业。 本文把中高技术行业和中低技术行业合并为中等技术行业。
根据孙浦阳等 （２０１８） 的研究， 以这样的方式构建出三类从负面角度衡量我国服务业开放程度的指

标， 取值越大表示服务业开放力度越小， 并且三类指标涵盖服务业开放的范围逐步扩大， 从而刻画了我国服

务业不同角度的负面管制下降和开放水平提高的进程。
企业工人的工资支出使用 ＣＰＩ指数平减。



表 １　 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称 样本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ｌｎＥＭＰ １ ６４０ ８０８ ４􀆰 ７２２ １􀆰 １１８ ０ １２􀆰 １４５
ＳＯ１ １ ６４０ ８０８ ０􀆰 ０３２ ０􀆰 ００７ ０􀆰 ０２２ ０􀆰 ０５８
ＳＯ２ １ ６４０ ８０８ ０􀆰 ０４１ ０􀆰 ０１７ ０􀆰 ０２２ ０􀆰 １１９
ＳＯ３ １ ６４０ ８０８ ０􀆰 １５２ ０􀆰 ０４ ０􀆰 ０８１ ０􀆰 ２９９

ｌｎｗａｇｅ １ ６３８ ９２９ ７􀆰 ２５５ １􀆰 ２９５ ０ １６􀆰 ６６４

ｌｎａｇｅ １ ６４０ ８０８ １􀆰 ９５７ ０􀆰 ８６３ ０ ４􀆰 ０６

ｌｎｓｉｚｅ １ ６４０ ８０７ ９􀆰 ９７３ １􀆰 ３５ ０ １９􀆰 ０８９

ｌｎｋ ／ ｌ １ ６４０ ８０５ ４􀆰 ８９６ １􀆰 ０９ ０ １４􀆰 ６２８

四、 实证结果分析

（一） 基准回归

首先对式 （１） 进行基准回归， 回归结果如表 ２所示。 第 （１） — （３） 列为服

务业开放对制造业企业就业总量的影响结果。 ＳＯ１的估计系数显著为负， 说明服务

业开放 （ＳＯ１） 显著促进了制造业企业的就业总量增长， 把 ＳＯ１替换为 ＳＯ２和 ＳＯ３
后， 估计系数仍然显著为负。 第 （４） — （６） 列为服务业开放对不同技能制造业

企业就业的影响结果。 服务业开放增加了高技能企业和低技能企业的就业人数， 减

少了中等技能企业的就业人数， 总体呈现 “两端高， 中间低” 的就业极化特征。

表 ２　 服务业开放对制造业企业就业影响的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总体 总体 总体 高技能 中等技能 低技能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ＳＯ１
－０􀆰 ８６３∗∗∗ －７􀆰 ４８６∗∗∗ １􀆰 ２７６∗∗∗ －５􀆰 ３７１∗∗∗

（０􀆰 ０５０７） （０􀆰 ３７１５） （０􀆰 ０６１１） （０􀆰 １０８４）

ＳＯ２
－０􀆰 １５０∗∗∗

（０􀆰 ０３６８）

ＳＯ３
－０􀆰 １４６∗∗∗

（０􀆰 ０１０４）

ｌｎｗａｇｅ ０􀆰 ６５４∗∗∗ ０􀆰 ６５４∗∗∗ ０􀆰 ６５４∗∗∗ ０􀆰 ６３７∗∗∗ ０􀆰 ６４９∗∗∗ ０􀆰 ６６５∗∗∗

（０􀆰 ０００４） （０􀆰 ０００４） （０􀆰 ０００４） （０􀆰 ００１３） （０􀆰 ０００６） （０􀆰 ０００６）

ｌｎａｇｅ ０􀆰 ０６０∗∗∗ ０􀆰 ０６０∗∗∗ ０􀆰 ０６０∗∗∗ ０􀆰 ０８２ ０􀆰 ０６４∗∗∗ ０􀆰 ０５１∗∗∗

（０􀆰 ０００４） （０􀆰 ０００４） （０􀆰 ０００４） （０􀆰 ００１３） （０􀆰 ０００５） （０􀆰 ０００７）

ｌｎｓｉｚｅ ０􀆰 １５５∗∗∗ ０􀆰 １５６∗∗∗ ０􀆰 １５５∗∗∗ ０􀆰 １７７ ０􀆰 １６２∗∗∗ ０􀆰 １４０∗∗∗

（０􀆰 ０００４） （０􀆰 ０００４） （０􀆰 ０００４） （０􀆰 ００１３） （０􀆰 ０００６） （０􀆰 ０００６）

ｌｎｋ ／ ｌ －０􀆰 ２５１∗∗∗ －０􀆰 ２５２∗∗∗ －０􀆰 ２５１∗∗∗ －０􀆰 ２９８ －０􀆰 ２４６∗∗∗ －０􀆰 ２３２∗∗∗

（０􀆰 ０００４） （０􀆰 ０００３） （０􀆰 ０００４） （０􀆰 ００１２） （０􀆰 ０００５） （０􀆰 ０００５）

常数项
－０􀆰 ４３４∗∗∗ －０􀆰 ４５７∗∗∗ －０􀆰 ４３９∗∗∗ －０􀆰 １７９ －０􀆰 ５９８∗∗∗ －０􀆰 ２５４∗∗∗

（０􀆰 ００３４） （０􀆰 ００３３） （０􀆰 ００３４） （０􀆰 ０１４１） （０􀆰 ００４７） （０􀆰 ００５６）
时间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地区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Ｒ２ ０􀆰 ８３３７ ０􀆰 ８３３７ ０􀆰 ８３３７ ０􀆰 ８５０１ ０􀆰 ８３４７ ０􀆰 ８３０４
Ｎ １ ６３６ ８３２ １ ６３６ ８３２ １ ６３６ ８３２ １７１ ７１５ ８３０ ０４１ ６３５ ０７６

注：∗∗∗ ｐ＜０􀆰 ０１； 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 以上估计省略了 ＳＯ２、 ＳＯ３的不同技能劳动者就业数量变动回归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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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 服务业开放导致高技能企业的就业变动更大， 可见服务业开放对高技

能企业的就业创造效应更加显著， 研究假说 １ 和研究假说 ２ 得到验证。 知识型服

务业扩大开放和进口投入变动， 会通过改变制造业要素投入比例和提升生产率而

直接影响制造业企业就业的技能结构。 此外， 服务业开放后大量外国服务业资本

和技能进入中国市场， 制造业使用服务业中间品的价格和总成本价格都会降低，
中等技能行业对于服务业中间品的价格更加敏感， 会通过裁减员工的方式实现节

约效应。
（二） 内生性处理

当前我国在贸易全球化中仍然以出口为导向， 服务贸易逆差较大， 劳动力技能

结构不仅受到企业出口需求的影响， 也可能受到国家服务贸易政策的影响， 因此企

业劳动力技能结构与服务贸易开放程度之间可能互为因果， 因此需要进一步处理内

生性问题。 本文借鉴 Ａｒｎｏｌｄ 等 （２０１６） 和孙浦阳等 （２０１８） 的做法， 以印度服务

业开放影响指数作为中国影响指数的工具变量， 检验结果如表 ３所示。 其中， 印度

服务业开放影响指数是以世界投入产出表 （ＷＩＯＴ） 公布的印度服务业投入产出情

况与其国民经济行业分类的投入产出关系进行匹配得到。 在 ２００１—２００７ 年间， 由

于印度的服务业开放早于中国， 印度服务业在外国股权限制、 歧视性筛选或批准机

制、 限制雇用外国人作为关键人员等方面都先于中国， 且与中国存在邻近贸易国的

竞争关系， 因此是较为理想的工具变量。 第 （１） — （３） 列为服务业开放对制造

业企业就业总量的工具变量回归结果。 ＳＯ１、 ＳＯ２和 ＳＯ３的估计系数依然显著为负，
说明服务业开放显著促进了制造业企业的就业总量增长， 且 ＳＯ１、 ＳＯ２和 ＳＯ３的系

数在显著递减， 说明随着服务业开放程度的提升， 服务业开放对制造业的就业

表 ３　 服务业开放对制造业企业就业影响的工具变量回归结果

变量
总体 总体 总体 高技能 中等技能 低技能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ＳＯ１
－０􀆰 ５４８∗∗∗ －８􀆰 ２８７∗∗∗ ２􀆰 ５７３∗∗∗ －５􀆰 ９９１∗∗∗

（０􀆰 ０５９５） （０􀆰 ４４１７） （０􀆰 ０６８６） （０􀆰 １３１２）

ＳＯ２
－０􀆰 ４０４∗∗∗

（０􀆰 ０４３９）

ＳＯ３
－０􀆰 １１１∗∗∗

（０􀆰 ０１２１）
Ｋｌｅｉｂｅｒｇｅｎ－Ｐａａｐ
ｒｋ ＬＭ检验

１􀆰 ２ｅ＋０６ １􀆰 ２ｅ＋０６ １􀆰 ２ｅ＋０６ １􀆰 ２ｅ＋０５ ３􀆰 ２ｅ＋０６ １􀆰 ４ｅ＋０６
［０􀆰 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

Ｋｌｅｉｂｅｒｇｅｎ－Ｐａａｐ
ｒｋ Ｗａｌｄ Ｆ检验

４􀆰 ３ｅ＋０６ ３􀆰 ９ｅ＋０６ ４􀆰 ７ｅ＋０６ ４􀆰 ２ｅ＋０５ ６􀆰 ６ｅ＋０５ ４􀆰 ３ｅ＋０５
｛１６􀆰 ３８｝ ｛１６􀆰 ３８｝ ｛１６􀆰 ３８｝ ｛１６􀆰 ３８｝ ｛１６􀆰 ３８｝ ｛１６􀆰 ３８｝

时间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地区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Ｒ２ ０􀆰 ８３３７ ０􀆰 ８３３７ ０􀆰 ８３３７ ０􀆰 ８５０１ ０􀆰 ８３４６ ０􀆰 ８３０４
观测值 １ ６３６ ８３２ １ ６３６ ８３２ １ ６３６ ８３２ １７１ ７１５ ８３０ ０４１ ６３５ ０７６

注： Ｋｌｅｉｂｅｒｇｅｎ－Ｐａａｐ ｒｋ ＬＭ 检验的零假设是工具变量识别不足， 若拒绝零假设说明工具变量是合理的；
Ｋｌｅｉｂｅｒｇｅｎ－Ｐａａｐ ｒｋ Ｗａｌｄ Ｆ检验的零假设是工具变量为弱识别， 若拒绝零假设说明工具变量是合理的； 中括号
内数值为相应检验统计量的 Ｐ 值， 大括号内数值为 Ｓｔｏｃｋ－Ｙｏｇｏ 检验 １０％水平上的临界值；∗∗∗ ｐ＜０􀆰 ０１； 括号
内为稳健标准误； 以上估计省略了 ＳＯ２、 ＳＯ３的不同技能劳动者就业数量变动回归结果； 下表皆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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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效应逐步降低。 第 （４） — （６） 列为服务业开放对不同技能制造业企业就业

的影响结果， 依然呈现高技能和低技能企业就业增加、 中等技能企业就业减少的变

动趋势。
（三） 稳健性检验

本文通过重新度量服务业开放对基准回归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 检验结果如表

４所示。 本文使用世界投入产出表 （ＷＩＯＴ） 公布的中国服务业投入产出情况重新

构建服务业开放影响指数①， 利用该指标进行分析， 总体就业变动趋势和就业极化

趋势与基准回归较为接近， 说明本结果较为稳健。

表 ４　 服务业开放对制造业企业就业影响的稳健性检验

变量
总体 高技能 中等技能 低技能

（１） （２） （３） （４）

ＳＯ１
－１􀆰 ０６７∗∗∗ －７􀆰 ４２９∗∗∗ ０􀆰 １８０∗∗∗ －３􀆰 ８４６∗∗∗
（０􀆰 ０２３３） （０􀆰 ２７６２） （０􀆰 ０２６９） （０􀆰 ０７６１）

时间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地区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Ｒ２ ０􀆰 ８３３９ ０􀆰 ８５０３ ０􀆰 ８３４６ ０􀆰 ８３０４
Ｎ １６３６ ８３２ １７１ ７１５ ８３０ ０４１ ６３５ ０７６

（四） 不同类型企业的异质性检验

服务业开放对制造业企业的影响可能与企业的出口行为密切相关， 本文借鉴魏

浩和李晓庆 （２０１８） ［３８］的做法， 把企业划分为出口型企业和非贸易型企业。 一般而

言， 出口型企业对于服务业开放后的政策调整具有更强的捕捉能力， 而传统的非贸易

型企业则无此能力。 贸易自由化往往能够增加出口企业的就业， 而贸易保护给内销型

企业带来更多的就业机会 （刘志成和刘斌， ２０１４） ［３９］。 表 ５汇报了出口型企业和非贸

易型企业的回归结果， 第 （１） — （４） 列中为出口型企业， 第 （５） — （８） 列中为

非贸易型企业。 第 （１） 列和第 （５） 列的回归结果表明， 出口型企业的就业总量受

惠于服务业开放程度的提升， 而非贸易型企业则没有， 研究假说 ３ 得到验证。 第

（２） — （４） 列为出口型企业的就业结构差异， 高技能企业、 中等技能企业和低技能

企业的系数均显著为负， 说明服务业开放有利于不同技能出口型企业的制造业就业总

量提升。 第 （６） — （８） 列为非贸易型企业的就业结构差异， 其中高技能企业和低

技能企业的系数显著为负， 中等技能企业的系数显著为正， 说明服务业开放导致非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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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此处使用 ＷＩＯＴ数据重新构建服务业开放指数的方法与前文相同， 首先， 构建三个指标来衡量服务业

行业的参股限制程度， 分别为 ＳＯＩ１ （外资参股限制比例为 ０％）、 ＳＯＩ２ （外资参股限制比例小于 ５０％）、 ＳＯＩ３
（外资参股限制比例小于 １００％）， 将任意存在外资股比限制为 ０％、 小于 ５０％、 小于 １００％项目的四分位服务

行业取值为 １， 其余行业取值为 ０； 其次， 使用世界投入产出表 （ＷＩＯＴ） 公布的中国各部门的投入产出表中

各个制造业行业与上游各个服务部门的投入产出关系进行加权； 计算服务业开放对制造业企业影响的指标

（ＳＯｓ）。 应当指出， 由于世界投入产出表 （ＷＩＯＴ） 的行业分类与中国统计局公布的投入产出表在行业分类上

有所不同， 本文把中国投入产业表世界投入产出表 （ＷＩＯＴ） 进行匹配， 把煤炭开采和洗选业、 石油和天然

气开采业进行合并， 电力、 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 燃气生产和供应业、 水的生产和供应业进行合并， 仪器仪

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 其他制造业进行合并。



易型企业的制造业就业极化。

表 ５　 不同类型企业的异质性检验结果

企业类型 变量
总体
（１）

高技能
（２）

中等技能
（３）

低技能
（４）

出口型企业

ＳＯ１

Ｋｌｅｉｂｅｒｇｅｎ－Ｐａａｐ
ｒｋ ＬＭ检验

Ｋｌｅｉｂｅｒｇｅｎ－Ｐａａｐ
ｒｋ Ｗａｌｄ Ｆ检验

时间固定效应

地区固定效应

Ｒ２

Ｎ

－３􀆰 ０２７∗∗∗ －９􀆰 ９２７∗∗∗ －０􀆰 ８７４∗∗∗ －３􀆰 ６６９∗∗∗
（０􀆰 １５７０） （０􀆰 ６８６０） （０􀆰 １９２２）（０􀆰 ３１０５）

２􀆰 ６ｅ＋０５ １􀆰 ５ｅ＋０５ １􀆰 ３ｅ＋０５ １􀆰 ８ｅ＋０５
［０􀆰 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
６􀆰 ２ｅ＋０５ ４􀆰 １ｅ＋０４ ４􀆰 ８ｅ＋０５ ９􀆰 ４ｅ＋０４

｛１６􀆰 ３８｝ ｛１６􀆰 ３８｝ ｛１６􀆰 ３８｝ ｛１６􀆰 ３８｝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０􀆰 ８６９７ ０􀆰 ８８８１ ０􀆰 ８８０８ ０􀆰 ８５４８
４３２ ０６３ ５６ ５５９ １７２ ０６１ ２０３ ４４３

企业类型 变量
总体
（５）

高技能
（６）

中等技能
（７）

低技能
（８）

非贸易型
企业

ＳＯ１

Ｋｌｅｉｂｅｒｇｅｎ－Ｐａａｐ
ｒｋ ＬＭ检验

Ｋｌｅｉｂｅｒｇｅｎ－Ｐａａｐ
ｒｋ Ｗａｌｄ Ｆ检验

时间固定效应

地区固定效应

Ｒ２

Ｎ

０􀆰 ７３８∗∗∗ －４􀆰 １３８∗∗∗ ３􀆰 ６５４∗∗∗ －５􀆰 １８６∗∗∗
（０􀆰 ０６５３） （０􀆰 ５７０８） （０􀆰 ０７４０）（０􀆰 １５０７）

３􀆰 ６ｅ＋０６ ２􀆰 ７ｅ＋０５ ２􀆰 ６ｅ＋０６ １􀆰 ２ｅ＋０６
［０􀆰 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
９􀆰 ０ｅ＋０５ ８􀆰 ０ｅ＋０４ ５􀆰 ３ｅ＋０５ ３􀆰 ２ｅ＋０５

｛１６􀆰 ３８｝ ｛１６􀆰 ３８｝ ｛１６􀆰 ３８｝ ｛１６􀆰 ３８｝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０􀆰 ８０３１ ０􀆰 ７８９４ ０􀆰 ８０９５ ０􀆰 ８０２４
１ ２０４ ７６９ １１５ １５６ ６５７ ９８０ ４３１ ６３３

（五） 不同所有制企业的异质性检验

表 ６汇报了不同所有制企业①的回归结果， 第 （１） — （４） 列为国有企业， 第

（５） — （８） 列为民营企业， 第 （９） — （１２） 列为外资企业。 第 （１） 列、 第

（５） 列和第 （９） 列的回归结果表明， 服务业开放对不同所有制企业的作用存在显

著差异， 其中， 服务业开放对国有企业具有显著的就业创造效应， 研究假说 ４得到

部分验证。
第 （２） — （４） 列为国有企业的就业结构差异， 其中低技能企业的系数显著

为负， 中等技能企业的系数显著为正。 国有企业中只有低端制造业企业就业受惠于

服务业开放， 这可能与国有企业的贸易门槛较高有关， 国有企业中金融等行业开放

程度较低， 服务中间品投入较少， 也可能与不同所有制企业的就业配置效率差异有

关。 服务业开放带来的生产率提升会加剧劳动力从国有部门向私有部门流动， 就业

配置的调整不利于国有企业中高技能企业的就业增加， 但由于服务业开放对低技能

企业的生产率提升作用有限， 带来的就业再配置作用较弱， 且由于服务业开放带来

国有企业的劳动密集型优势， 反而会提升就业数量。 第 （６） — （８） 列为民营企

业的就业结构差异， 其中高技能企业和低技能企业的系数显著为负， 中等技能企业

２５１

服务贸易 《国际贸易问题》 ２０２１年第 ６期

①参考学者们的通常做法， 以国有资本占比大于 ０􀆰 ５的企业作为国有企业， 个人资本占比大于 ０􀆰 ５ 的企

业作为民营企业， 外商资本占比大于 ０􀆰 ５的企业作为外资企业， 划分中不包括集体企业和港澳台企业。



的系数显著为正， 说明服务业开放导致民营企业的制造业就业极化。 第 （１０） —
（１２） 列为外资企业的就业结构差异， 其中高技能企业和低技能企业的系数显著为

负， 中等技能企业的系数显著为正， 说明服务业开放导致外资企业的制造业就业极

化。 这可能与中国加入 ＷＴＯ后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的贸易产品特征有关， 也可能

与其对政策的捕捉能力更强有关。

表 ６　 不同所有制企业的异质性检验结果

企业类型 变量
总体
（１）

高技能
（２）

中等技能
（３）

低技能
（４）

国有企业

ＳＯ１

Ｋｌｅｉｂｅｒｇｅｎ－Ｐａａｐ
ｒｋ ＬＭ检验

Ｋｌｅｉｂｅｒｇｅｎ－Ｐａａｐ
ｒｋ Ｗａｌｄ Ｆ检验

时间固定效应

地区固定效应

Ｒ２

Ｎ

－６􀆰 ２３８∗∗∗ －０􀆰 ３４９ ４􀆰 ０９４∗∗∗ －１６􀆰 ４３５∗∗∗
（０􀆰 １９２７） （２􀆰 ０４３４） （０􀆰 ２４８１）（０􀆰 ３３０９）

１􀆰 １ｅ＋０５ ９３２８􀆰 ３１８ ３􀆰 １ｅ＋０５ ５􀆰 ９ｅ＋０４
［０􀆰 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
４􀆰 ８ｅ＋０５ ２􀆰 ８ｅ＋０４ ４􀆰 ８ｅ＋０４ ４􀆰 ６ｅ＋０５

｛１６􀆰 ３８｝ ｛１６􀆰 ３８｝ ｛１６􀆰 ３８｝ ｛１６􀆰 ３８｝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０􀆰 ８６１７ ０􀆰 ８５３３ ０􀆰 ８７６９ ０􀆰 ８５２２
１３８ ４６１ １３ ９５９ ５６ ６４９ ６７ ８５３

企业类型 变量
总体
（５）

高技能
（６）

中等技能
（７）

低技能
（８）

民营企业

ＳＯ１

Ｋｌｅｉｂｅｒｇｅｎ－Ｐａａｐ
ｒｋ ＬＭ检验

Ｋｌｅｉｂｅｒｇｅｎ－Ｐａａｐ
ｒｋ Ｗａｌｄ Ｆ检验

时间固定效应

地区固定效应

Ｒ２

Ｎ

０􀆰 ５１５∗∗∗ －２􀆰 ７８３∗∗∗ ２􀆰 ８２９∗∗∗ －１􀆰 ８８５∗∗∗

（０􀆰 ０８６７） （０􀆰 ６７３７） （０􀆰 ０９７３） （０􀆰 ２１８８）
１􀆰 ９ｅ＋０６ １􀆰 ３ｅ＋０５ １􀆰 ４ｅ＋０６ １􀆰 ６ｅ＋０５
［０􀆰 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
５􀆰 ２ｅ＋０５ ４􀆰 ３ｅ＋０４ ３􀆰 ０ｅ＋０５ ４􀆰 ２ｅ＋０５

｛１６􀆰 ３８｝ ｛１６􀆰 ３８｝ ｛１６􀆰 ３８｝ ｛１６􀆰 ３８｝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０􀆰 ８１７１ ０􀆰 ８２４２ ０􀆰 ８１７７ ０􀆰 ８１８０
７１７ ７５９ ６２ ９９０ ３８３ ４１７ ２７１ ３５２

企业类型 变量
总体
（９）

高技能
（１０）

中等技能
（１１）

低技能
（１２）

外资企业

ＳＯ１

Ｋｌｅｉｂｅｒｇｅｎ－Ｐａａｐ
ｒｋ ＬＭ检验

Ｋｌｅｉｂｅｒｇｅｎ－Ｐａａｐ
ｒｋ Ｗａｌｄ Ｆ检验

时间固定效应

地区固定效应

Ｒ２

Ｎ

０􀆰 １４３∗∗∗ －１８􀆰 ５８７∗∗∗ ２􀆰 ２６０∗∗∗ －２􀆰 ３６７∗∗∗

（０􀆰 ３２８１） （１􀆰 １８９９） （０􀆰 ４２０１） （０􀆰 ６２７５）
１􀆰 ８ｅ＋０５ １􀆰 ６ｅ＋０４ １􀆰 ３ｅ＋０５ ２􀆰 ６ｅ＋０４
［０􀆰 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
７􀆰 ２ｅ＋０４ ６􀆰 ２ｅ＋０４ ３􀆰 ５ｅ＋０４ ５􀆰 ６ｅ＋０４

｛１６􀆰 ３８｝ ｛１６􀆰 ３８｝ ｛１６􀆰 ３８｝ ｛１６􀆰 ３８｝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０􀆰 ８５３２ ０􀆰 ８８５３ ０􀆰 ８５２０ ０􀆰 ８３９４
１１８ １５４ ２２ ２１７ ４８ ４３０ ４７ ５０７

（六） 不同地区的异质性检验

外资进入或者外资参股具有显著的低价追逐效应， 即外资会优先考虑劳动力成

本较低或者运输条件便利的地区。 当前我国制造业的区域就业发展不平衡， 沿海地

区的就业总量显著提升， 而西部地区和东北传统工业基地的就业形势严峻。 服务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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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发展也以东部地区为主， 东部沿海 １１个省、 直辖市服务进出口合计 ４５ ０３７􀆰 ６ 亿

元， 占全国比重为 ８６􀆰 ６％。 服务业扩大开放有助于促进制造业企业在更大范围内

的生产基地再配置和工业服务化升级， 引致制造业就业的空间转移。
表 ７第 （１） 列和第 （５） 列分别为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的总体回归结果，

服务业影响指数的系数显著为负， 说明服务业开放对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的制造

业就业都有促进作用， 其中对中西部地区的就业创造效应更大， 研究假设 ４得到部

分验证。 第 （２） — （４） 列为东部地区的就业结构差异， 高技能企业和低技能企

业的系数显著为负， 中等技能企业的系数显著为正， 说明服务业开放导致东部地区

的制造业就业极化。 第 （６） — （８） 列为中西部地区的就业结构差异， 中等技能企

业的系数显著为正， 说明服务业开放导致中西部地区的制造业就业极化。 其中， 中西

部地区低技能制造业企业的就业增长可能与中西部地区服务贸易的行业特征有关， 中

西部地区服务贸易增长速度较快， 且以劳动密集型行业为主， 这就极大地改善了中西

部地区低端制造业企业的中间品投入成本和企业发展， 进而促进其就业增长。

表 ７　 不同地区的异质性检验结果

不同地区 变量
总体
（１）

高技能
（２）

中等技能
（３）

低技能
（４）

东部地区

ＳＯ１

Ｋｌｅｉｂｅｒｇｅｎ－Ｐａａｐ
ｒｋ ＬＭ检验

Ｋｌｅｉｂｅｒｇｅｎ－Ｐａａｐ
ｒｋ Ｗａｌｄ Ｆ检验

时间固定效应

地区固定效应

Ｒ２

Ｎ

－０􀆰 ４９０∗∗∗ －８􀆰 ５０２∗∗∗ ３􀆰 ７０９∗∗∗ －４􀆰 ２８８∗∗∗

（０􀆰 ０７８４） （０􀆰 ４６３９） （０􀆰 ０９３５） （０􀆰 １５７４）
２􀆰 ７ｅ＋０６ ３􀆰 ３ｅ＋０５ １􀆰 ９ｅ＋０６ ３􀆰 ０ｅ＋０５
［０􀆰 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
８􀆰 ２ｅ＋０５ ９􀆰 ４ｅ＋０４ ４􀆰 ４ｅ＋０５ ８􀆰 ２ｅ＋０５

｛１６􀆰 ３８｝ ｛１６􀆰 ３８｝ ｛１６􀆰 ３８｝ ｛１６􀆰 ３８｝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０􀆰 ８４１４ ０􀆰 ８６３０ ０􀆰 ８３８３ ０􀆰 ８３７８
１ １７２ ６７７ １３２ ０４１ ５７４ ８１２ ４６５ ８２４

不同地区 变量
总体
（５）

高技能
（６）

中等技能
（７）

低技能
（８）

中西部地区

ＳＯ１

Ｋｌｅｉｂｅｒｇｅｎ－Ｐａａｐ
ｒｋ ＬＭ检验

Ｋｌｅｉｂｅｒｇｅｎ－Ｐａａｐ
ｒｋ Ｗａｌｄ Ｆ检验

时间固定效应

地区固定效应

Ｒ２

Ｎ

－１􀆰 ９９６∗∗∗ －１􀆰 ６３６∗∗∗ １􀆰 ４０７∗∗∗ －９􀆰 ７２１∗∗∗

（０􀆰 ０９４５） （１􀆰 ２３７０） （０􀆰 １０５１） （０􀆰 ２４３０）
１􀆰 ５ｅ＋０６ ２􀆰 ７ｅ＋０４ １􀆰 ２ｅ＋０６ １􀆰 ３ｅ＋０５
［０􀆰 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
３􀆰 ６ｅ＋０５ ８􀆰 ３ｅ＋０４ ２􀆰 １ｅ＋０５ ６􀆰 ６ｅ＋０５

｛１６􀆰 ３８｝ ｛１６􀆰 ３８｝ ｛１６􀆰 ３８｝ ｛１６􀆰 ３８｝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０􀆰 ８１７４ ０􀆰 ８１０１ ０􀆰 ８２２１ ０􀆰 ８１５６
４６４ １５５ ３９ ６７４ ２５５ ２２９ １６９ ２５２

五、 影响机制的识别验证

（一） 生产率机制

本文借鉴刘志成和刘斌 （２０１４） ［３９］的研究， 建立如下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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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ｎ ＴＦＰ ｆｔ ＝ β０ ＋ β１ ＳＯｓ ＋ θＸ ＋ τｔ ＋ τｐ ＋ μｆｔ （２）
其中， ＴＦＰ 是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 使用 ＬＰ 方法测算得到， 回归结果如表 ８

所示。 第 （１） — （３） 列的结果显示， 服务业开放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回归系数显著

为负， 表明服务业开放有利于制造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提升， 随着服务业开放程度的提

升， 该效应逐渐降低。 生产效率提升可能会引发资本对劳动的替代， 但是对于不同企

业的影响有所不同。 当前我国仍然有大量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企业， 服务业开放在短期

内有利于低技能制造业企业就业， 而对中等技术企业的就业替代效应最显著。

表 ８　 服务业开放的影响机制检验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ＳＯ１
　 －２􀆰 ７２９∗∗∗ 　 ３􀆰 １６７∗∗∗

（０􀆰 ０８３２） （０􀆰 ０２８０）

ＳＯ２
　 －２􀆰 ０１３∗∗∗ 　 ２􀆰 ４０１∗∗∗

（０􀆰 ０６１４） （０􀆰 ０２１２）

ＳＯ３
－０􀆰 ５５３∗∗∗ ０􀆰 ６４５∗∗∗

（０􀆰 ０１６８） （０􀆰 􀆰 ００５７）
Ｋｌｅｉｂｅｒｇｅｎ－Ｐａａｐ
ｒｋ ＬＭ检验

１􀆰 ２ｅ＋０６ １􀆰 ２ｅ＋０６ １􀆰 ２ｅ＋０６ １􀆰 ０ｅ＋０６ １􀆰 ０ｅ＋０６ １􀆰 １ｅ＋０６
［０􀆰 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

Ｋｌｅｉｂｅｒｇｅｎ－Ｐａａｐ
ｒｋ Ｗａｌｄ Ｆ检验

４􀆰 ３ｅ＋０６ ３􀆰 ９ｅ＋０６ ４􀆰 ７ｅ＋０６ ３􀆰 ６ｅ＋０６ ３􀆰 ２ｅ＋０６ ３􀆰 ９ｅ＋０６
｛１６􀆰 ３８｝ ｛１６􀆰 ３８｝ ｛１６􀆰 ３８｝ ｛１６􀆰 ３８｝ ｛１６􀆰 ３８｝ ｛１６􀆰 ３８｝

时间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地区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Ｒ２ ０􀆰 ７０３８ ０􀆰 ７０３６ ０􀆰 ７０３８ ０􀆰 ２９２９ ０􀆰 ２９２８ ０􀆰 ２９３０
Ｎ １ ６３６ ８３２ １ ６３６ ８３２ １ ６３６ ８３２ １ ４４６ ９６５ １ ４４６ ９６５ １ ４４６ ９６５

（二） 成本机制

本文借鉴 Ｆｅｎｇ 等 （２０１７） ［４０］和孙浦阳等 （２０１８） 的研究， 建立如下模型：
ｌｎ ＰＲＩＣＥｆｔ ＝ π０ ＋ π１ ＳＯｓ ＋ ωＸ ＋ δｔ ＋ δｐ ＋ φｆｔ （３）

其中， ＰＲＩＣＥ 是企业的固定成本， 以企业固定资本除以销售额来衡量， 具体

回归结果见表 ８。 第 （４） — （６） 列的结果显示， 服务业开放对固定成本的回归

系数显著为正， 表明服务业开放显著降低了制造业企业的固定成本。 随着服务业高

端化转型和中间品投入要素在制造业不同部门的重新配置， 服务业开放带来的固定

成本节约效应会逐渐降低。 随着服务业开放带来的固定成本降低， 企业内部的相对

要素价格发生变化并产生要素替代， 进而影响对劳动力的需求。 其中， 低技能制造

业企业对于固定成本调整更加敏感， 伴随着服务业的开放进程， 低技能制造业企业

会优先在现有资源配置中增加劳动要素的投入。

六、 研究结论与启示

本文基于产业关联视角， 构建服务业开放影响指数研究服务业开放对本国制造

业企业产生的影响及就业极化效应。 研究结果表明： 服务业开放有利于促进中国制

造业企业的就业增长， 其就业创造效应随着服务业开放程度的提升而降低； 服务业

开放加剧了制造业企业的就业极化现象， 增加了制造业高技能企业和低技能企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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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人数， 减少了中等技能企业的就业人数， 呈现 “两端高， 中间低” 的就业结

构特征， 其中， 服务业开放对高技能企业的就业创造效应更强； 服务业开放加剧了

非贸易型企业、 民营企业、 外资企业、 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企业的就业极化现

象； 服务业开放对出口型企业、 国有企业和中西部地区企业的就业创造效应更强。
两业融合发展是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和高质量就业的重要支撑， 目前我国仍

然面临两业发展不平衡、 协同性不强、 深度不够等问题， 在两业融合、 制造业高质

量发展和服务业全面开放格局逐渐形成的新背景下探讨服务业开放对制造业就业极

化的影响及其背后的作用机制， 对于我国促进制造业和服务业的深度融合、 促进制

造业就业、 加快贸易强国建设和优化服务贸易开放政策具有如下重要启示： 第一，
我国要进一步扩大服务业的对外开放和外资的市场准入， 与贸易伙伴建立更加稳定

的合作关系， 通过外部需求提升劳动力市场的稳定性。 服务业开放对于提升制造业

企业的就业总量具有显著的正效应， 是保持制造业就业份额相对稳定的重要途径。
特别是服务业开放在短期内提升了低端制造业企业的就业数量， 是解决新发展阶段

制造业失业风险的重要补充。 第二， 我国要重视服务业开放对制造业就业结构带来

的冲击效应， 避免陷入劳动力市场结构失调的局面。 就业极化现象是一个全球性问

题， 我国应当认识到就业极化对产业结构升级和劳动力市场升级的冲击作用， 积极

发挥服务业开放对国内劳动力市场的就业创造效应， 主动适应全球化技能结构调

整， 避免在全球价值链中被低端锁定的风险。 第三， 我国要积极回应服务业开放对

就业结构调整的催化作用， 主动调整教育结构， 尤其是高等教育结构， 积极增加高

等职业教育经费投入， 为我国培养更多能够适应国际竞争环境的高技能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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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ａｐｅｒ， ２００７， ２６８５􀆰

［７］ ＧＯＯＳ Ｍ， ＭＡＮＮＩＮＧ Ａ􀆰 Ｌｏｕｓｙ ａｎｄ Ｌｏｖｅｌｙ Ｊｏｂｓ： Ｔｈｅ Ｒｉｓｉｎｇ Ｐｏｌａ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Ｗｏｒｋ ｉｎ Ｂｒｉｔａｉｎ ［Ｊ］ ．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Ｅｃｏ⁃

ｎｏｍｉｃｓ ａｎｄ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２００７ （８９）： １１８－１３３􀆰

［８］ 吕世斌， 张世伟 􀆰 中国劳动力 “极化” 现象及原因的经验研究 ［ Ｊ］ ． 经济学 （季刊）， ２０１５， １４ （２）：

７５７－７７８􀆰

［９］ 张抗私， 王振波 􀆰 中国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的失衡及其政策含义 ［ Ｊ］ ． 经济与管理研究， ２０１４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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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４－３１􀆰

６５１

服务贸易 《国际贸易问题》 ２０２１年第 ６期



［１１］ 毛其淋， 许家云 􀆰 中间品贸易自由化与制造业就业变动———来自中国加入 ＷＴＯ的微观证据 ［ Ｊ］ ． 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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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 李宏兵， 郭界秀， 翟瑞瑞 􀆰 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影响了劳动力市场的就业极化吗 ［ Ｊ］ ． 财经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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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１􀆰
［２３］ 李杨， 闫蕾， 章添香 􀆰 中国生产性服务业开放与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基于行业异质性的视角

［Ｊ］ ． 浙江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８， ４８ （４）： ９４－１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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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７５－１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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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 ［Ｊ］ ． 经济评论， ２０１８ （３）： ５９－７３􀆰
［３３］ 孙浦阳， 蒋为， 陈惟 􀆰 外资自由化、 技术距离与中国企业出口———基于上下游产业关联视角 ［ Ｊ］ ． 管

理世界， ２０１５ （１１）： ５３－６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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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６］ ＢＲＡＮＤＴ Ｌ， ＢＩＥＳＥＢＲＯＥＣＫ Ｊ Ｖ， ＺＨＡＮＧ Ｙ􀆰 Ｃｒｅａｔｉｖｅ 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 ｏｒ Ｃｒｅａｔｉｖｅ Ｄｅ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Ｆｉｒｍ－ｌｅｖｅｌ Ｐｒｏｄｕｃ⁃
ｔｉｖｉｔｙ Ｇｒｏｗｔｈ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２０１２， ９７ （２）： ３３９－３５１􀆰

［３７］ 刘智勇， 李海峥， 胡永远， 等 􀆰 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与经济增长———兼论东中西部地区差距的形成和

缩小 ［Ｊ］ ． 经济研究， ２０１８， ５３ （３）： ５０－６３􀆰
［３８］ 魏浩， 李晓庆 􀆰 进口投入品与中国企业的就业变动 ［Ｊ］ ． 统计研究， ２０１８， ３５ （１）： ４３－５２􀆰
［３９］ 刘志成， 刘斌 􀆰 贸易自由化、 全要素生产率与就业———基于 ２００３—２００７ 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的研究

［Ｊ］ ． 南开经济研究， ２０１４ （１）： １０１－１１７􀆰
［４０］ ＦＥＮＧ Ｌ， ＬＩ Ｚ， ＳＷＥＮＳＯＮ Ｄ Ｌ􀆰 Ｔｒａｄｅ Ｐｏｌｉｃｙ 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ｔｙ ａｎｄ Ｅｘｐｏｒｔｓ：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Ｃｈｉｎａ􀆳ｓ ＷＴＯ Ａｃｃｅｓｓ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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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ｃｅｓ ｈａｓ ｍｏｒｅ ｏｂｖｉｏｕｓ 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 ｃｒｅａｔｉｏｎ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ｎ ｅｘｐｏｒｔ⁃ｏｒｉｅｎｔｅｄ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ｓｔａｔｅ⁃
ｏｗｎｅｄ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ａｎｄ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ａｎｄ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ｒｅｇｉｏｎｓ． Ｔｈｅ ｏｐｅｎｉｎｇ ｏｆ ｓｅｒｖ⁃
ｉｃｅｓ ｍａｉｎｌｙ ｐｒｏｍｏｔｅｓ ｔｈｅ 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 ｏｆ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ａｎｄ ｃｏｓｔ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ｎｓｉｆｉｅｓ ｔｈｅ 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 ｐｏｌａ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ａｎｕｆａｃ⁃
ｔｕｒｉｎｇ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 ｉｎ ｏｒｄｅｒ ｔｏ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ｔｗｏ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 ｔｏ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 ｇｒｏｗｔｈ ｉｎ ｔｈｅ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ｓｅｃｔｏｒ， ｉｔ ｉｓ 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 ｔｏ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ｅｘｐａｎｄ
ｔｈｅ ｏｐｅｎｉｎｇ ｏｆ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ａｎｄ ｍａｒｋｅｔ ａｃｃｅｓｓ ｆｏｒ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ｐａｙ 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 ｔｏ ｔｈｅ ｉｍ⁃
ｐａｃｔ ｔｈｅ ｏｐｅｎｉｎｇ ｏｆ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ｏｎ ｔｈｅ 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ｔｈｅ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ｓｅｃｔｏｒ， ａｎｄ
ａｃｔｉｖｅｌｙ ａｄｊｕｓｔ ｔｈ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ｈｉｇｈｅ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Ｏｐｅｎｉｎｇ；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 Ｃｈａｎｇｅ； 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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